新旧法理之战
 玛丽亚 .叟兹曼 (MARIA SALZMAN)

【正见网】我非常荣幸在五年前遇到了法轮大法。从刚一开始，我就知道大法就是我一直在找的。自那时起，不仅我的身体变得更健康，我的整个生活和与周围人的关系也变得更和谐美好。但这一切也来之不易。不断地提高自己是要付出很多的。 

自从1999年7月法轮功在中国被镇压以来，我就想让人们看到法轮大法的平静、祥和。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有机会体验一下炼功所带来的宝贵的宁静。自那时起，我经历了一些事，也得到了一些新的认识。在此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其中的几件。 

自镇压开始后，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支持者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尽可能地告诉世人“真、善、忍”有益于社会。提高道德，促进身心健康的功法有益于所有国家。我们希望人们能看到这镇压背后的邪恶。我们希望人们能看到这场迫害的可怕，越来越多的人们能站出来制止迫害。但是在中国，由于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人们仍在被铺天盖地的谎言所蒙骗，否则有正念的人们谁会认为取缔“真、善、忍”、迫害好人是件好事呢？ 

于是我决定去中国。有了这一念之后，我知道我需要从法上来认识这一决定。这里就不细谈我的认识是怎样每天都在变化着。但有一个认识始终都没有变过，那就是去中国说一句“法轮大法好”是不够的。因为这只是谈了一个事实而没有向人们讲清真相。他们还是不知道法轮大法为什么好，中国以外的地区和国家是如何欢迎和支持大法的。于是我决定去不同的地方跟人们交谈，把资料给我无法交谈的人。 

去哪里发呢？因为我不可能哪儿都去，我就选几个地方和城市。有一次我正在想我此行该做些什么，遇到各种情况该怎么办时，我突然悟到时间不是直线性的，我还悟到一个大觉者凭着他的善，可以铲除他空间场之内的一切邪恶和干扰，不管邪恶多大或多小。大觉者的存在不仅是在正未来，同时也能正现在和过去。所以我带上了我所有的大法资料去了。 

在我动身之前，我跟一些去过北京证实法的西方学员交流。有一点大家都提到的是，在去天安门证实法之前需要提高自己和除恶。他们做准备的办法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学法、除恶。我打算和他们一样。于是我计划每天只用一部份时间来发资料。 

第一天发传单时，我意识到邪恶想尽办法钻入我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找种种借口，其中之一就是“怕心”。在中国的第一天，我的眼睛总是不停地看我是否被跟踪，看看有无可疑的面孔。总是在找“万无一失”的机会来发传单。 

跟人接触最好的地方是集市。当我在购买丝绸时，我就给店主一张传单，很自然地跟他交谈一下。发了很多传单后，我就想回旅馆去学法、除恶，为去上天安门做准备。当我走在街上，看到一路上新的集市一个接一个的开门营业。我还有剩下的传单，我就很自然地接着发，直到发完。我一直发到晚上十一点。我就这样一边发传单一边讲清真相，也没顾上要为准备工作去花时间。我感到如果我不去集市发传单，很多人就会失去知道真相的宝贵机会。我感到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向中国人讲清真相上。千里迢迢到中国来只在旅馆里呆着不是我的目的。如果那样的话，我会失去救度那些被政府谎言所毒害的人们的机会。发传单的过程就是我提高的过程。我整个发传单的经历都很平静、祥和，没有干扰。 

有一次，我见到一位年龄很大的老婆婆，我就想，“她等待大法已那么久了，这也许是她最后一次机会了。”然后我就给了她一张传单。那张小小的传单在她的手上展开。那一刻，时间都停止了。在那一瞬间，她的所有的时空都在翻天覆地地起着变化。她读着传单上的字，每接受一个字，她的过去就随着她新的未来在改变着。看着眼前这一幕幕景象，我深深的触动了。我怎么可以不给所有的人传单呢？所剩的怕心消失了。我不再躲躲闪闪，而是利用自己西方人的特征引起大家的注意。我在公园里炼功。在我除恶时，好多人拍照留念。大多数孩子和一家一家来逛公园的人来和我一起除恶。当时正是春节期间，很多家庭来公园野餐，放风筝。我被邀请去了好几家野餐聚会。我们公开自由地讨论了中国政府对法轮大法的镇压和停止这场镇压的必要。 

当到了我要去天安门和其他西方学员汇合去和平请愿的时候，我看见每一个通向广场的街角，以及广场的里面都布满了警察和便衣警察。我很平静，所以没有在路上被叫住。因为来早了，我就买了一张票去天安门城楼。在通过一道金属监测门后，我被搜身了。一个警卫从我口袋里拉出一条横幅。我感到很震惊，跟以前没有干扰的经历相比，这次反差太大了。我想，“怎么我除恶的正念不管用了？”我现在才明白，我在其它地方成功的经历不只是我正念的作用。邪恶把它能纠集到的力量都集中到了北京。因为发现了横幅，警察马上把我抓了。 

过了一会儿我把自己镇静下来，决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要尽全力去做。在警察把我从天安门带到警察局的路上，就在我们快到天安门洞时，时间突然变慢了。在过天安门的时候，我感到我在许多空间同时在过许多门。就在那时，我很自然地越过一个警察，打开了车窗，把一千多张传单撒了出去。面包车紧急煞车。我都没料到事发生了。警察开始互相谩骂。好象为了谁该为我这举动负责都要互相残杀了。被一个人提醒了后，一半警察跳下车去捡传单，另外几个马上过来对我动手。它们四五个一起拽住我的头和头发，用膝盖顶住我的背，使劲扭我的胳膊，对我大喊大叫。我对这一切无动于衷。 

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我对着那个正在拼命扭我小臂，恨不得要把我手腕扭断的那个人直视过去。我直直地盯着他，他突然停下了，然后卷起他自己一只胳膊的袖子，我也正是那只胳膊被他扭了。他又是痛，又吃惊，又害怕，飞也似地跳下了车子。在他的手臂上我看到有一道道的被割开的伤口，和我手上被拧出来的手印子正好对应。我还想，“我难道抓了他？”再一想，不可能。我的双手正紧紧地护着装有手掌电脑的口袋，因为电脑里有我好多大法书籍。看来我都不需要有意地发正念，只要做得正，我就让他现世现报了。 

回到家后，我回顾了这断经历。我发现在我走之前，我准备了一条九尺长的横幅。而警察搜出的是我放在口袋里备用的小横幅。我就想，我为什么还去准备一个备用的？我是不是觉得可能没有机会打开九尺长的横幅？我对自己的信心不够，成了我对大法威力的信念不够。我没有坚信，作为大法弟子，我就是大法的一粒子。只要我的观念和执著不挡路，法就能够一路上正一切不正的。我逐渐明白了，我带了第二条横幅来“以防万一”，这就是在用人的一面做事。在看了师父的新经文后，我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了这点。如果我的身体就象一个小宇宙，里面有天体和生命，那正法就是在我身体里发生。我问自己，师父讲的每一句法是如何跟自己联系的。我渐渐地开始看到那些不属于个人修炼，而是对应旧宇宙，旧法理的人的观念和执著。 

我记得师父在一篇经文提到，他把法理也对那些旧势力的神讲了，可是他们不听，坚持要按他们的要求做。如果他们不是这样一意孤行，师父会把一切平静地善解。当我看了师父最新的讲法后，我突然悟到，我也一直在听师父的讲法，可是却还坚持要按自己的一套，旧的一套做事。而那是属于旧法理，不是师父教给我们的新的法理。当我在按我的常规，按我的观念和执著在做事时，我实际上就在按旧的法理在做事。在我装备用横幅的时候，我其实就不自觉地信了旧的法理，而不是师父的大法。由于我信了旧的法理，而不是师父，旧的法就在我身上表现出来，我也成了正法中的障碍。每当我们在正法活动中用观念和执著做时，我们就是在用旧的法在做正法的事。因此，我们会在正法过程中遇到干扰，无法充分地正法。去天安门讲清真相的时候，我让旧的法理表现在身，这使我失去了让千万人得正法的机会。 

大法和师父威力是最伟大和无边的。我记得，师父可以轻而易举地象炼钢炉里化木屑一样把一切都正过来。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我们没有对大法完全的坚信，我们就会坚持自己充满观念和执著的想法去做事。我感到，如果我们一直是对大法，对师父完完全全地坚信，我们的观念和执著就不会成为对正法的干扰，迫害也不会再存在，一切会得到和平的善解。现在迫害已有两年半了，我们必须要最终的坚信大法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终成为大法洪流中的一粒子。 

(2002年波士顿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